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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像组学在泡性包虫病方面的应用与进展
丹增耶昂

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 西宁 810000

【摘 要】：由多房棘球绦虫幼虫引起的致命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肝泡性包虫病（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, HAE），由于

浸润性生长方式和转移潜能，常被形象地称为“虫癌”。传统影像学技术在评估 HAE生物学行为方面时有较大局限性，而影像组

学通过提取医学图像中的高通量定量特征，为 HAE的精确诊断和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。本文系统整合了影像组学在 HAE生物学

活性评估、远处转移预测（肺、脑）、HAE的鉴别诊断、术后并发症及淋巴结状态预测判断等方面的研究进展。很多研究显示，

影像组模型基于 CT 、 MRI 和超声，结合多模态影像和病理特征，可有效预测 HAE 病灶边缘微血管侵犯、生物学活性和远处

转移风险，并且预测效能会进一步提高。所以本文总和了影像组学在 HAE生物学活性评估、转移预测及治疗决策中的研究进展，

也客观讨论了其应用现状与挑战，旨在为 HAE个体化精准诊疗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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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前言

肝泡性包虫病一种主要流行于我国青藏高原、中亚等牧区

的多房棘球蚴幼虫所致的严重寄生虫病[1,2]。中国是全球 HAE

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[3]。HAE 通过外生芽孢的方式浸润性增

殖，可向远处器官转移，如肺、脑、脾、肾等，其生物学行为

与恶性肿瘤极为相似，故临床上又称“寄生虫癌”[4]。死亡率

高的 HAE 患者通常均是没有做任何临床治疗或临床治疗方法

不当所致[5]。

临床指南把根治性肝切除与长期抗药物治疗都明确为

HAE的标准化处置路径[6]。但我们知道，初诊时分期偏晚的现

象在 HAE中十分多见，数据显示仅约 35%的病例在确诊时尚

有外科根治指征[7]。所以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术是这类

患者最后的治疗选择之一，同时也需要精准评估病灶血管侵犯

程度及生物学活性[8,9]。

虽然新兴检测手段不断涌现，但必要的影像学检查在 HAE

的初筛及分期判定中仍是不可替代的[10]。WHO提出的 PNM分

期系统为 HAE 的标准化评估已经是成熟可靠的框架[11,12]。不

过，常规影像学技术如 PET-CT虽能评价病灶代谢活性，但它

价格昂贵、有辐射暴露风险，所以在牧区难以普及[13]。

影像组学能用自动化算法从标准影像中客观批量提取许

多量化指标，可以成为解析疾病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的工具

[14]。近年来，影像组学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在 HAE的辅助诊断、

生物学活性评估、转移预测及预后判断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

[15]。所以本文也对影像组学在 HAE 应用中的现状、瓶颈及趋

势予以做了系统梳理。

2 影像组学在 HAE生物学活性评估中的应用

HAE 病灶的生物学活性对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都有决定

意义，它微血管密度与 HAE的生物学活性也十分相关[16,17]。

2.1 MRI影像组学在生物学活性评估中的应用

Ren等以 PET-CT确诊结果作为参照标准，采用逻辑回归、

多层感知器和支持向量机三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。其

中多层感知器模型表现最佳，其结果与 PET-CT相近。并且小

波变换的一阶统计特征（wavelet-HLH_firstorder_Maximum）

可合理地用作判断 HAE活性的影像生物标志物[18]。另外有研

究同时构建了三者融合的集成模型，明确了该方法能很好地预

测 HAE病灶微血管浸润[19]。Miao等对基于 T2WI影像组学联

合机器学习算法评估 HAE 生物学活性方面做了很好的补充，

也得出多层感知器模型表现最优的明确结论[20]。

2.2 CT影像组学与边缘带量化研究

有文献应用自动扩展技术提取病灶周围体积，第一次定义

了 HAE"边缘带"范围，自然地引出联合内部与边缘区域影像特

征可改善活性预测效能的结论[21]。Hou等把临床指标与影像组

学数据混合分析，直接构建出一套列线图预测工具[22]。这些说

明基于常规 CT或MRI的影像组学模型能够无创、准确可靠地

评估 HAE的生物学活性，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客观依据[23]。

3 影像组学在 HAE远处转移预测中的应用

HAE 的远处转移往往代表着患者预后差，所以早期预测

HAE的远处转移风险对个体化治疗方案得制定、改善患者预后

有直接的重大意义[24]。

3.1肺转移预测

张雪倩等对表观扩散系数在预测 HAE 肺转移中的价值做

了更深入地分析[25]，发现病灶边缘带的 ADC值能够有效预测

HAE肺转移，该处水分子扩散受限比其他部位更加突出。Long

等也基于 CT和MRI影像特征也极好地补充了 HAE 肺转移的

预测模型[26]。

3.2脑转移预测

脑泡性包虫病虽仅占 HAE肝外转移的 1%左右，但致死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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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复发率高，治疗困难[27]。Tian等不是单单用影像图像数据，

而是将平扫、增强 CT特征连同临床数据一并纳入，据此建立

了脑转移预测列线图[28]。

3.3淋巴结转移预测

淋巴结转移可以说是 HAE 局部复发的主要诱因；棘手的

是，术前影像学对此的敏感度并不理想，漏检情况时有发生[29]。

Zhou等利用 CT影像组学构建了模型，专门用来预判淋巴结转

移[30]，并且进一步开发了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多模态融合

模型预测 HAE淋巴结转移[31]。研究还通过 t-SNE可视化发现，

3D深度学习特征在区分淋巴结状态方面表现最佳，提示三维

空间信息对淋巴结微小病变的捕捉更为敏感[31]。

Tian等结合了 512例 HAE 患者的手术经验，凝练总结了

肝门部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与治疗原则[32]，阐明了淋巴结尺寸、

钙化表现及强化模式都与肝门部转移风险独立相关。并且提示

CT漏掉了近六成转移灶，反倒把 19%的正常淋巴结误判为转

移，说明光凭借形态学评估价值有限。

4 影像组学在 HAE鉴别诊断中的应用

实际工作中，HAE影像常需与原发性肝癌、肝转移瘤还有

囊型包虫病加以区分。

4.1脑泡性包虫病与脑转移瘤鉴别

Yimit等采用影像组学联合机器学习方法鉴别脑泡状包虫

病与脑转移瘤[33]。研究回顾性纳入 130例（CAE 30，BM 100）

患者的 T1WI 增强图像，提取 1584 个影像特征；经筛选后，

分别用 SVM、逻辑回归、LDA、KNN及朴素贝叶斯五种算法

搭建鉴别模型。结果显示，五个模型效果都较好，交叉验证也

证实了模型效能比较稳健、更易泛化。Tian等基于扩散峰度成

像和三维动脉自旋标记功能MRI技术构建了鉴别 CAE与 BM

的多参数列线图模型，发现病灶实质区的标准化Dmean和 CBF

值，以及水肿区的标准化 Kmean 和 Dmean 值是鉴别 CAE 与

BM的独立因素[34]。

4.2超声影像组学在肝泡性包虫病鉴别中的应用

侯娟等借助超声影像组学对 HAE 与原发性肝癌做了清楚

地鉴别[35]：先从二维声像图中提取 1688个影像特征，选出 7

个最优变量，再用 7种机器学习算法建立分别建立鉴别模型。

邱加俊等学者尝试用超声影像组学来区分囊型与泡型肝

包虫病[36]，其数据集涵盖 4976例患者的 23452张超声图像，

发现随机森林模型表现最为突出。

5 影像组学在 HAE治疗决策与预后预测中的应用

影像组学对 HAE 的诊断与分期有很大帮助，还可适用于

治疗决策和预后预测[37]。

5.1手术决策支持

有团队借助机器学习筛选 HAE 手术决策的关键变量，并

对此展开可解释性分析。整合递归特征消除、最小冗余最大相

关与LASSO回归三种方法的筛选结果，提炼出 10个关键特征。

在 11种算法的横向比较中，经贝叶斯优化的 XGBoost脱颖而

出，其综合表现最佳。上述结果为 HAE 手术决策提供了客观

明确的数据支撑；值得注意的是，SHAP分析进一步对模型决

策路径做了极好的释疑，提高了该方法的透明度与临床可解释

性。

5.2术后并发症预测

为预判 HAE术后并发症，张源团队依托门静脉期 CT影像

组学模型开展了相关探索[38]。得出以下的结论：支持向量机模

型预测术后并发症的整体表现最优，决策曲线分析证实其临床

净收益最高[38]。该研究很好地将影像组学的应用从预测肿瘤生

物学行为扩展到预测术后并发症，为术前风险评估和围手术期

管理提供了新工具。

夏文文基于增强 CT 影像组学对 HAE 术前肝功能作了严

谨、有层次的分析，进一步讨论了影像组学在预测肝储备功能

中的价值[39]，把影像组学用于评估 HAE 患者肝脏背景功能而

非病灶本身特性的创新性尝试，更加体现了影像组学可以在术

前全面评估中的潜力。

5.3预后预测与随访管理

为预判 HAE 远处转移风险，丹增耶昂等考察了表观扩散

系数的临床应用价值[40]。严谨地论证了边缘带 ADC 值被证实

对转移风险具有提示作用，并且联合指标显示出最佳的预测性

能。这一发现为 HAE患者的预后判断和随访管理有直接的量

化意义。

6 挑战与展望

尽管影像组学在 HAE领域已有十分扎实、有层次的进展，

但目前仍存在若干重要而明确的问题。第一是建立标准化的图

像采集规范、特征提取流程和模型验证方法，是影像组学临床

转化的前提。第二 HAE 作为罕见病，单中心研究很难以获得

大样本数据，限制了构建的模型的泛化能力。模型稳健性及外

推性的充分验证，非常需要依托多中心、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

才能实现。第三，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黑箱模型虽在预测准确

度上表现抢眼，但它"黑箱"的特性导致的可解释性缺失，影响

了临床层面的可接受度。幸运的是，SHAP等可视化分析手段

的应用已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使模型内部机制变得更透

明。第四，边缘带是 HAE 生物学活性的核心区域，但目前精

准量化边缘带的病理生理状态仍是一个挑战。因此，未来若能

整合 CT、MRI、超声等多模态影像数据，联合临床指标、实

验室检查和病理信息，构建多模态融合模型，有望进一步提升

预测效能。

随着深度学习技术近年来迅猛发展，因此把先进的 AI 算

法与临床实际需求自然、合理地结合起来，开发易于推广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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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辅助诊断与治疗工具，正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
7 结论

既往影像组学研究基于 CT、MRI及超声的影像组学模型

在 HAE 生物学活性评估、远处转移预测、淋巴结状态判断、

鉴别诊断及术后并发症预测等方面展现出良好效能。联合病灶

内部及边缘带特征、整合多模态影像数据、融合临床指标可进

一步提升模型预测性能。未来需开展多中心、大样本前瞻性研

究，推动影像组学模型的标准化和临床转化，最终改善 HAE

患者的长期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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